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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澳門回歸之後，曾幾何時，法律改革成為廣大市民極為關注的一個社會熱點問題，而法律改革

的重點就是要消除澳門原有法律的滯後性，使之適應澳門社會的發展，並向大陸法系先進的法學理

論看齊，在此基礎上，逐步構建起一套足以反映澳門本地特色的法律架構體系。時至今日，在澳門

回歸 25 周年之際，關於法律改革的呼聲似乎“銷聲匿跡”了，這是不是意味著法律改革的任務已

經完成，或者說目標已經達到？當然不是。應當肯定，澳門回歸之後，澳門特區政府對法律改革給

予了充分的重視，也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故而法律改革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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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者旨在從法律改革的角度，針對澳門《刑法典》及特別刑法中若干值得反思與完善的立

法問題進行論證、反思，並提出相關的完善建議。這些問題包括：關於輕罪立法，作者結合刑法的謙抑

理念，對澳門刑法中相關輕罪的立法提出質疑，認為應當適當提高“入罪”門檻以及設置必要的“出

罪”路徑。關於“輕微違反”，作者從大陸法系的“行政犯”入手，論證了澳門刑法中“輕微違反”

的產生源頭，並指出“輕微違反”概念極易混淆違法行為之間的界限，刑法規定“輕微違反”實屬“得

不償失”之舉，故建議廢除“輕微違反”概念。關於“刑罰之延長”，作者以1886年葡萄牙《刑法典》

與1982年葡萄牙《刑法典》對“傾向性不法分子”的相關規定作切入點，對“刑罰之延長”制度提出質

疑，認為該項制度明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應當廢除。關於罰金刑立法，作者借鑒了德國《刑法典》總

則關於可將徒刑和罰金刑並科的授權性規定，對澳門《刑法典》關於徒刑和罰金刑的絕對選科制提出質

疑，認為澳門《刑法典》應參照德國《刑法典》的立法模式，授權法官必要時可以並科罰金刑。關於附

加刑立法，作者在列出澳門刑法中附加刑的立法特徵後，從附加刑的立法方式和立法內容兩個方面提出

質疑，並提出在內容上應對澳門刑法中的附加刑進行歸類整理，在立法上應由澳門《刑法典》總則對附

加刑作統一規定的立法建議。

    關鍵詞  輕罪  輕微違反  刑罰之延長  罰金刑  附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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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法律改革之路並沒有走完，尤其是在大法典的改革與完善方面，尚有很多改革工作等著我

們去做。下面，筆者以一個長期從事研究澳門刑法的學者身份，不揣淺陋，就澳門刑法中若干急

需反思與完善的立法問題，談幾點個人看法，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關於刑法謙抑性與輕罪立法

刑法必須保持謙抑理念，這在當代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已成為一項基本原則，［1］學者們通常

稱其為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或“必要性原則”，在澳門本地也有一些葡國學者稱其為“比例原

則”。刑法謙抑理念最通俗的解釋就是：由於考慮到刑罰是一種最嚴厲的處罰措施，因此要求立法

者在制定刑法時必須盡力克制，要極其謹慎地使用刑罰。對某種違反法律秩序的行為，只要通過民

事、經濟或行政等處罰措施即可有效控制和防範的，就不要輕易入罪。只有在不動用刑罰尚不足以

維護法律秩序的前提下，才能將某種違反法律秩序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由此可見，刑法謙抑理念的

核心是“罪的謙抑”，也就是反對“犯罪圈”的過度擴張化。刑法謙抑理念作為刑法的一種價值屬

性，充分揭示了刑法的寬容性和補充性特徵，［2］體現了刑法的人性的一面。動輒入罪，不該入罪

的也入罪，無論刑罰如何輕緩，都是一種過度干預，都會帶來侵犯人權的負面效應。
在大陸法系刑事立法中，儘管刑法的謙抑理念已取得學界共識，但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三階

層犯罪論體系本身所具有的致命缺陷，使得刑法的謙抑理念在“罪的謙抑”方面很難得到全面的落

實，甚至受到挑戰。大陸法系傳統三階層犯罪論體系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不區分可罰的違法性和不可

罰的違法性，在這種犯罪論體系結構中，只要行為具有了侵犯法秩序的違法性，無論大小，都足以

成為“入罪”的依據。誠然，行為具有違法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徵，但不區分違法性的大小或輕重，
只要有違法性就可以“入罪”，這種觀點顯然不符合刑法的謙抑理念，如此一來，犯罪行為與民

事、行政上的違法行為又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呢！正因為如此，學者們通過批判，明確提出，違法性

必須區分可罰的違法性（或稱之為“可入罪的違法性”）和不可罰的違法性（或稱之為“不可入罪

的違法性”）。尤其是在日本發生“一厘事件”［3］之後，可罰的違法性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甚至在理論上促成了大陸法系“二階層定罪論”［4］的興起，並且極大地推動了世界刑法領域的非

犯罪化改革運動。
毫無疑問，在“罪的謙抑”中，與刑法謙抑理念密切相關的就是有關輕罪立法的理念。換句話

說，面對某些比較輕微的違反法秩序的行為，立法者首先考慮的是要不要入罪，即便要入罪，還要

考慮應在什麼情況下可入罪，也就是要設置一個合理的“入罪”門檻，或設置一種“出罪”的路

徑。帶著這些問題我們來考察一下澳門刑法關於輕罪立法的理念，就會發現在澳門刑法的輕罪立法

中，確實存在著一些需要我們反思和完善的問題。

［1］ 甚至有學者將刑法謙抑性原則同罪刑法定原則放在一起，視其為刑法最基本的原則之一。參閱季衛東、李潔

等：《刑法謙抑在中國——四校刑法學高層論壇》，載《當代法學》2007年第1期，第3頁。

［2］ 所謂刑法的補充性，就是指刑法作為最後一道防線，只有當其他法律解決不了時，刑法才會“登場”，故謂之

為“補充性”。

［3］ 所謂“一厘事件”，是指受當時的日本政府（專賣局）委託裁培煙草的被告人甲負有將生產的煙葉全部交給政

府的義務，但其卻隨意吸食了其中一葉——按當時的價值值一厘錢。該事件被以違反煙草專賣法而起訴，但日本大審院最

後否定了犯罪的成立。檢視“一厘事件”的背景，不難發現當時的日本刑法在定罪論體系上完全繼受了德國古典三階層定

罪論體系，因而在違法性階層僅以具備違法性為必要條件，至於違法性的大小、程度則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4］ 所謂“二階層定罪論”，簡單地說，就是指分析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須從客觀的違法性和主觀的責任性兩個方

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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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要不要“入罪”

在要不要“入罪”問題上，澳門刑法對某些輕微的違反法秩序的行為，其“入罪”門檻明顯過

低，不符合刑法的謙抑理念。舉例來說，澳門的《道路交通法》（第 3/2007 號法律）第 89 條規定

了“逃避責任罪”，根據該條規定，凡“牽涉交通事故者意圖以其可採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

法，使自己免於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科處最高一年徒刑或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可見，在澳門

刑法中，“逃避責任罪”是一個典型的輕罪。於是乎，立法者既然“開了口”，執法者就不得不嚴

格執法，致使“逃避責任罪”在澳門幾乎成了一種“常見罪”。
筆者以《澳門日報》2023 年刊登的案件為例：2023 年 1 月 7 日報載，甲在駕駛重型電單車倒

車離開時，車尾撞到乙的重型電單車左邊車頭後駕車離開，甲被控觸犯“逃避責任罪”。2023 年

7 月 6 日報載，一名澳門男子因開車撞及用作分隔行車道的“雪糕筒”不顧而去，涉嫌“逃避責任

罪”移送檢察院偵辦。2023 年 11 月 1 日報載，一名七旬男子疑倒車時撞及後方汽車不顧離去，涉

嫌“逃避責任罪”移送法辦。2023 年 11 月 4 日報載，一名年逾六旬本地男子因停泊電單車時不慎

撞跌他人電單車而將其扶正後離去，案件移送檢察院偵辦。2023 年 11 月 29 日報載，一名香港男子

因開車撞及一個符號標誌柱後駛離現場，另一名澳門男子因在停車時撞及他人車輛發現沒明顯損毀

而離開現場，均以“逃避責任罪”移交檢察院偵辦。
筆者認為，諸如上述開車撞及他人車輛或財物後不顧而去的行為，確實有悖於做人的基本道

德準則，但有沒有必要將其“入罪”，有沒有必要使其成為澳門現實生活中的“常見罪”，則值得

我們反思。主要理由是：第一，雖然，犯罪行為與不道德行為之間並沒有一條明確的界限，但對於

一般的、單純違反道德準則的行為，刑法不應該輕易介入，因為刑法不屬於單純以維護道德準則為

宗旨的法律，比如，男子抱著不正確的戀愛觀與多名女子談戀愛、已成婚的男子或女子搞“一夜

情”，對這些單純違反道德準則的行為，刑法不會介入。第二，對不道德行為，刑法更關注的是行

為的性質以及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比如，盜竊、詐騙是不道德的行為，但由於此類不道德的行為

主觀上是有意為之，也就是具有刑法上的故意，主觀危險性大，客觀上又侵犯了受刑法保護的財產

法益，因此將此類不道德行為“入罪”就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對於“逃避責任罪”所涉及的不

道德行為，其情況就不同了。因為無論是兩車相碰還是撞及他人車輛或財物，其行為都不是有意為

之，談不上主觀危險性，即便會涉及他人的財產利益，但幾乎所有國家或地區的刑法，都不會將過

失毀損他人財產的行為“入罪”。第三，將某種行為“入罪”，還必須全面考察除刑法之外的其他

處罰措施。如果使用民事、行政等處罰措施就足以達到預防效果，就完全可以不採用刑罰措施，也

就是不宜“入罪”，否則就是違反了刑法的謙抑理念。就“逃避責任罪”所涉及的行為性質而言，
使用行政處罰措施明顯是合適的。第四，對於情節嚴重的逃避責任行為，澳門的《道路交通法》第

88 條“遺棄受害人罪”已規定了“入罪”機制，行為人將依法承擔刑事責任。
綜上所述，筆者建議立法者對《道路交通法》第 89 條規定的“逃避責任罪”有必要進行深入

檢討，將其從“犯罪圈”中剔除出去，以行政處罰方式取而代之。值得一提的是，在有的英美法系

國家，如英國會將“違章停車”、美國部分州會將“超速駕駛”視為犯罪，但這並不值得我們去效

仿，畢竟兩大法系理念有所不同。這也說明開展非犯罪化改革運動對於強化刑法的謙抑理念、防止

刑事司法氾濫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关于轻罪的“出罪”路径

眾所周知，任何一種違法行為，在情節方面必然會有輕有重。在刑法中，對即便可“入罪”的

比較輕微的違法行為，往往也會根據情節的輕重來設置一個“出罪”的路徑，這樣做的目的實際上

也就是為了提高“入罪”的門檻，為了更充分地體現刑法的謙抑理念。筆者認為，在對輕罪如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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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出罪”路徑這個問題上，澳門刑法規定的某些輕罪確實也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舉例來說，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200 條第 2 款規定，“將拾得或發現之他人之物，不正當據

為己有者”，即構成“對拾得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可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

罰金。此罪顯然也是典型的輕罪。對其稍加分析便可得知，這個罪的“入罪”門檻是相當低的，主

要是因為立法者沒有為其設置任何“出罪”的路徑。換句話說，只要你撿到東西不還，無論多少，
也不問你是否願意交出，即可定罪。於是，在澳門的刑事司法實踐中，此罪的發案率也可說是“榜

上有名”了。在澳門，經常可以在報紙上看到“某某人撿到東西不還被查實而移送檢察院處理”的

報導，大到撿一個手機或皮夾，值幾千元，小到撿一個“澳門通”，只值幾十元，從撿到東西的人

來看，有本地居民，也有來澳門打工的外勞，本地居民中，有的都是六旬左右的老年人。有時在報

紙上看到這些涉嫌犯罪的人——尤其是六旬左右的老年人——被送往檢察院的照片時，哪怕是背

影，筆者作為一個刑法學者都會產生一種難以言表的感覺：有這個必要嗎？
將拾得物不正當據為己有的行為“入罪”非澳門“獨創”，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刑法也有規定，

但對此罪往往會設置一個“出罪”的路徑。比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70 條第 2 款規

定，將他人的遺忘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交出的，會構成“侵佔罪”。由此表明，同樣

是將拾得物不正當據為己有，在內地要“入罪”，其門檻就高多了，不僅要“數額較大”，而且還

要“拒不交出”，符合這兩個構成要件的，才可“入罪”。這就是說，內地刑法為該罪設置了兩個

“出罪”路徑，即數額不大或自願交出的就不會構成犯罪。相比之下，澳門刑法因對該罪沒有設置

數額多少以及是否願意交出這樣的“出罪”路徑，所以對撿到東西的人來說，“入罪”的門檻就太

低了。筆者認為，內地刑法為該罪設置“出罪”路徑是非常合理的，它不僅充分體現了刑法的謙抑

理念，而且也在相當程度上展現出內地刑法人性的一面。須知，撿到東西不還的行為與盜竊、詐

騙行為在性質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兩者雖然都會涉及侵害他人財產關係，但前者是被動的無意

得之，而後者是主動的有意為之，所以，為前者設置一個是否願意交出的“出罪”路徑，完全符

合刑法的謙抑理念，這一點值得澳門立法者深刻反思。
（三）關於例外情況的“出罪”

在刑法中，有些本應“入罪”的輕微違法行為，基於某種例外情況也是可以“出罪”即不構成

犯罪的，為此，立法者在將該等輕微違法行為“入罪”時，就要充分考慮到這種例外情況的出現，
一旦出現，就要“出罪”。否則，將應該“出罪”即不應該“入罪”的例外情況也予以“入罪”，
就會違反刑法的謙抑理念以及刑法本身所應體現的公正及合理性。

舉例來說，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74 條規定，因誹謗他人構成“誹謗罪”的，處最高六個月

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可見，“誹謗罪”也是一種典型的輕罪。為體現刑法的謙抑性和

公正性，第 174 條第 2 款設置了一個“出罪”的例外情況，即如果行為人是為實現正當利益而作出

歸責，且行為人能夠證明其所歸責的事實為真實的事實的，則不構成“誹謗罪”。這一例外性規定

本來是符合世界立法潮流的，即基於主觀目的的正當性和事實的真實性可不構成“誹謗罪”，如意

大利《刑法典》、日本《刑法典》都有類似的規定，但令人遺憾的是，澳門《刑法典》第 174 條第

3 款又對第 2 款規定的可“出罪”的例外情況給予了否定，即如果行為人歸責的事實是關於私人生

活或家庭生活隱私的事實的話，則第 2 款規定的可“出罪”的例外情況就不再適用。比如，在議員

選舉過程中，甲出於實現正當利益的目的，在報刊上揭發參與競選議員的乙私生活不檢點、對家庭

不負責任的真實事實，在此情況下，哪怕甲歸責目的具有正當性，所披露事實具有真實性，甲也會

構成“誹謗罪”。
筆者認為，澳門《刑法典》第 174 條第 3 款規定是一個令人極其驚訝的規定，這涉及到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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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個人隱私之間的價值取向問題。須知，在這個問題上，除葡萄牙外，幾乎所有大陸法系國家或

地區的刑法，都毫無例外地表達了以社會公共利益為重的價值取向。比如，根據日本《刑法典》
第 230 條之 2 第 1 款規定，當歸責的事實“經認定是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實，而且其目的純粹是為

謀求公益的，則應判斷事實的真偽，證明其為真實時，不處罰”。但從澳門《刑法典》第 174 條第

3 款規定來看，似乎只要歸責的事實是關於私人生活或家庭生活隱私的事實，不管行為人目的是否

為了實現正當利益，也不管歸責的事實是否真實，都不能阻卻“誹謗罪”的成立。像這種將社會公

共利益完全置於個人隱私之下的價值取向，難道不值得澳門立法者反思嗎？
綜上所述，在輕罪立法問題上，如何堅持刑法的謙抑理念，嚴格、科學地掌控好“入罪”標

準，合情合理地設置“出罪”路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值得澳門立法者反思的問題。曾有學者

根據“罪與刑”與“嚴與厲”的對應關係，將罪刑結構分為“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兩種組

合。［5］這裏講的“嚴”，當然是指由刑法組成的刑事法網，而所謂“厲”，則指刑罰的輕重程度。
筆者認為，將罪刑關係籠統、簡單地劃分為“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兩種類型，缺乏科學性，
不符合刑法的謙抑理念，且具有誤導性。以“嚴”為例，刑事法網難道一定是越“嚴”越“好”
嗎？難道把一些違法程度顯著輕微，或把一些完全可以通過刑罰以外的處罰措施來解決的違法行

為，統統升格為犯罪，以此來建立起一張“嚴密”的刑事法網，這樣的罪刑結構就是“完美”的罪

刑結構嗎？當然不是。如果“嚴而不厲”是指這樣的意思的話，那刑法的謙抑性又從何談起。很顯

然，當我們講“嚴而不厲”的罪刑結構時，這個“嚴”字應當是有“分寸”的，也就是“嚴”字必

須嚴格遵守刑法的謙抑理念，“嚴”字要符合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嚴”字要有利於保障基本

人權，否則，“嚴”字過了頭，這樣的刑法就會變成“惡法”，就會不適當地侵犯人權。英國哲

學家邊沁有一句名言，稱“溫和的法律能使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會在公民中

間得到尊重。”［6］這句話雖沒有直接提及刑法的謙抑性，但刑法的謙抑理念已根植於其哲理之中。

二、關於“輕微違反”制度的取捨

澳門《刑法典》第一卷第七編標題是“輕微違反”。所謂“輕微違反”，就是指“單純違反或

不遵守法律或規章之預防性規定之不法行為”，對“輕微違反”，不得科處超逾六個月的徒刑。澳

門《刑法典》所規定的“輕微違反”是一種很難界定其違法性質的違法行為。
首先，就刑事犯罪而言，“輕微違反”雖因與刑罰掛鉤，被抹上了刑事違法的色彩，但它與普

通犯罪又有很大的區別。如對普通犯罪而言，過失作出的行為必須是法律有特別規定的才會構成犯

罪，但對“輕微違反”來說，有過失就必須受到處罰。正因為如此，《刑法典》第七編一方面規定

對犯罪所作之規定適用於“輕微違反”，另一方面又規定對“輕微違反”的不法行為若可科處超逾

六個月徒刑的，則不再是“輕微違反”，而被視為犯罪，此外還特別規定如果同一行為既構成犯罪

又構成“輕微違反”的，則以犯罪處罰行為人。於是，澳門的刑事犯罪因有了“輕微違反”這一不

倫不類的違法行為的介入就變得複雜起來，以至於“輕微違反”究竟是不是刑事犯罪，成了一個說

不清、道不明的難題。［7］

［5］ 參見何榮功：《輕罪立法的實踐悖論與法理反思》，載《中外法學》2023年第4期，第947頁。

［6］ 屈學武：《正確理解刑法的謙抑性原則》，載光明網2003年11月4日，https://www.gmw.cn/01gmrb/2003-11/04/12-
D8BCA9ED06FA2AB548256DD30080A1F7.htm。
［7］ 為此，在澳門刑法學界，有學者認為，澳門的刑事犯罪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犯罪，另一類是“輕微違反”

性質的犯罪。



澳門法學  2024年第3期

●   024  ●

其次，就行政違法而言，澳門《刑法典》對“輕微違反”所下的定義，其實與澳門的《行政

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第 52/99/M 號法令）所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的定義是完全相同

的，因為根據該法令第 2 條第 1 款規定，“行政上之違法行為系指單純違反或不遵守法律或規章之

預防性規定之不法事實”，唯該條又將行政違法行為與“輕微違反”作了明確區分，即規定凡構成

行政違法行為的事實必須“不具輕微違反性質，且規定之處罰屬金錢上之行政處罰，稱為罰款”。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將澳門《刑法典》關於“輕微違反”的規定與《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

及程序》第 2 條第 1 款關於行政違法行為定義的規定進行比較就不難發現，在澳門的違法行為體系

結構中，對“輕微違反”的處罰是六個月以下徒刑（刑罰），對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是罰款（行政

處罰），兩者概念相同，性質則明顯不同。但令人費解的是，《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

序》第 2 條第 2 款又規定，“稱為行政上違法行為之不法事實，如可處以徒刑，則視為犯罪；如可

處以可轉換為監禁之罰款，則視為輕微違反”。請問：這裏講的“可轉換為監禁之罰款”究竟是罰

款還是罰金？從澳門的立法實踐來看，如果說以前舊的法律對“輕微違反”的處罰還使用罰款的

話，回歸後新制定的法律則對“輕微違反”的處罰都是使用了罰金，哪里還有罰款？［8］於是，對

“輕微違反”究竟是處以罰款還是罰金，連立法者都搞不清，又何況一般市民呢！“輕微違反”究

竟是不是行政違法行為，又有了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
筆者認為，對澳門《刑法典》所規定的“輕微違反”究竟應當怎麼看，是保留還是廢除，最關

鍵的是先要搞清楚澳門《刑法典》中的“輕微違反”究竟是怎麼來的。
十九世紀初，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典中出現了關於違警罪的規定。比如，根據 1810 年法

國《刑法典》規定，犯罪可分為重罪、輕罪和違警罪，對違警罪處以刑罰，監禁最低為一日，最高

不得超過兩個月，為此，法國還設立了專門受理違警罪案件的警察法庭，以便於將違警罪和普通犯

罪分開。1871 年，德意志帝國《刑法典》也將犯罪分為重罪、輕罪和違警罪三類，由此違警罪問

題就引起了大陸法系刑法學界的關注和研究，很多學者基於違警罪的性質，往往也將違警罪稱之為

“警察犯”。1902 年，德國學者郭特希密特撰寫了《行政刑法》一書，書中將“警察犯”的概念

替換為“行政犯”，從而在大陸法系刑法學界引起了關於“刑事犯”（犯罪）與“行政犯”（“警

察犯”）的性質究竟如何界定的爭議風波，並形成三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行政犯”的性

質就是一種具有刑事違法性質的“刑事犯”，另一種觀點認為“行政犯”的性質就是具有行政違法

性質的違法行為，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行政犯”的性質具有雙重性，即既具有刑事違法性質，也具

有行政違法性質。此爭議風波一直延續不斷，誰也說服不了誰，以至對“行政犯”性質的界定一直

是大陸法系刑法學界面臨的重大難題，有學者甚至悲觀地將其視為一個“導致刑法學者絕望”的議

題。
有爭議不等於沒有改革的措施，這種改革主要表現為德國模式的行政違法性質的改革和日本模

式的刑事違法性質的改革。比如，德國刑法通過改革，在 1975 年重新頒佈的德國《刑法典》中，
刪除了原刑法典第 29 章規定的全部違警罪，並將其“一分為二”，即原違警罪中的一部分違法行

為納入《刑法典》輕罪體系中規定，原違警罪中的另一部分違法行為則統一放到同年制定的《秩序

違反法》中規定，由此就開始了德國《刑法典》規定的“刑事犯”與《秩序違反法》規定的“行政

犯”的分離。受德國“行政犯”立法的影響，其他國家如奧地利、捷克和匈牙利也相繼制定了《行

政刑法典》。這些國家的“行政犯”雖規定於行政刑法之中，並冠以“犯罪”之名，但其性質上還

是屬於行政違法行為。

［8］ 事實上，在澳門現行的法律體系中，對“輕微違反”都是科處罰金，而後特別規定對“輕微違反”所規定的罰

金可按《刑法典》的規定易科徒刑，如《道路交通法》所規定的“輕微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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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有關“行政犯”的立法也得到了發展。二戰後，在日本逐步形成了不同於傳統大陸

法系國家的、具有融合特點的新大陸法系體系，包括獨具特色的“行政犯”理論與立法體系。［9］

日本採用了分散式刑事立法模式，在行政刑法中完整規定了罪刑內容的刑事責任條款，目的是為了

體現行政刑法與刑法典的分立關係；在此立法理念下，日本行政刑法最明顯的改革成果就是在日本

《刑法典》之外制定了一部《輕犯罪法》。顯然，日本學界對“行政犯”的研究重點在於是以“行

政法指導原理的合目的性”為主，還是以“作為刑法指導原理的法的安定性”為核心，而從日本的

《輕犯罪法》來看，後者成為主流觀點。［10］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判斷，澳門《刑法典》中的“輕微違反”完全源自當時法國、
德國《刑法典》中的違警罪，相當於大陸法系中的“警察犯”或“行政犯”。瞭解了“輕微違反”
的歷史淵源，並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澳門《刑法典》中關於“輕微違反”的規定以及

相關單行法律中規定的“輕微違反”實有刪除、廢止之必要。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從理論上分析，關於由違警罪、“警察犯”演變而來的“行政犯”，就其性質而言，學

者們爭論了數十年一直未有定論，而從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立法實踐來看，既有按行政違法認定的，
如德國，也有按刑事違法認定的，如日本，當然，更有不少國家或地區根本就沒有“行政刑法”所

涉及的“行政犯”問題，刑事違法和行政違法涇渭分明，犯罪就是犯罪，行政違法就是行政違法，
如中國內地。因此，既然“行政犯”的性質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理論上有分歧，立法上不一

致，那麼，對澳門這樣一個法學理論基礎相當薄弱、法學人才極其匱乏的地區，當以不趟這種“渾

水”為妥。
第二，從 1982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考察，“輕微違反”並非是葡萄牙刑事立法的傳統，因

為葡萄牙《刑法典》實際上也經歷了一個從有到無的過程。澳門回歸前，在澳門地區適用的 1886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確實規定了“輕微違反”制度，但 1982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則廢止了“輕

微違反”制度。［11］澳門某大學一位刑法教授去葡萄牙訪問時，曾就“輕微違反”問題同一位葡萄

牙學者討論，當這位葡萄牙學者聽說澳門《刑法典》居然還有關於“輕微違反”的規定時，感到十

分驚訝。至於當時葡萄牙學者受託為澳門地區起草澳門《刑法典》時，為什麼明知 1982 年的葡萄

牙《刑法典》已廢止了“輕微違反”制度，卻還要參照 1886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繼續保留“輕

微違反”制度，我們實在是不得而知。澳門法律源自葡萄牙法律，這是不爭的事實，既然如此，
為什麼人家都已不用了的制度，我們還要當“寶貝”一樣抱著不放呢。

第三，從實際效果來看，廢止“輕微違反”決不會引起什麼法律適用上的“地震”。從目前立

法情況來看，澳門《刑法典》總則第七編只是對“輕微違反”的一般制度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一

共才 5 個條文），具體的“輕微違反”行為都是規定在其他單行法律之中。但事實上，單行法律規

定有“輕微違反”的情況並不多，大多數單行法律要麼是規定了刑事犯罪和行政違法行為，遠的如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2005 號法律），近的如《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第 14/2023 號法律）；
要麼是只規定了行政違法行為，如《聘用外地雇員法》（第 21/2009 號法律）和《禁止非法提供

住宿》( 第 3/2010 號法律 )。即便是少數規定了犯罪、“輕微違反”和行政違法三種違法行為或只

規定了“輕微違反”和行政違法兩種違法行為的單行法律，其對“輕微違反”的處罰也都是罰金

［9］ 參見陳金林：《法定犯與行政犯的源流、體系地位與行刑界分》，載《中國刑事法雜誌》2018年第5期，第

25-42頁。

［10］ 參見周佑勇、劉艷紅：《行政刑法性質的科學定位（上）——從行政法與刑法的雙重視野考察》，載《法學評

論》2002年第2期，第58頁。

［11］ 因政治方面的原因，1982年的葡萄牙《刑法典》並沒有延伸到澳門地區生效，在1996年之前，澳門地區仍然適

用已被葡萄牙廢止的1886年的葡萄牙《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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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前者如《道路交通法》（第 3/2007 號法律），該法就比較典型的規定了 5 種犯罪、12 種“輕

微違反”和其他行政違法行為。［12］對“輕微違反”科處罰金最低是澳門幣 600 元，最高是澳門幣

25000 元，然後特別規定罰金可按《刑法典》的規定易科徒刑。後者如《勞動關係法》，該法第 85
條規定了“輕微違反”，對“輕微違反”可處以澳門幣 20000 元至澳門幣 50000 元的罰金，該等罰

金可按《刑法典》的規定轉換為監禁；該法第 88 條則規定了行政違法行為，對行政違法行為可處

以澳門幣 5000 元至澳門幣 10000 元的罰款。由此可見，一旦在澳門《刑法典》中廢止了“輕微違

反”，則只要在規定有“輕微違反”的單行法律中，將“輕微違反”修訂為行政違法行為並科以罰

款即可，立法上並不複雜。如果認為個別“輕微違反”性質嚴重，足以規定為犯罪的，就按普通

犯罪處理。至於在個別訴訟法典如《刑事訴訟法典》和《勞動訴訟法典》中有關於“輕微違反”
訴訟上的若干規定，也不是什麼問題，一旦“輕微違反”實體制度被從違法行為體系中剔除了，訴

訟方面的規定又有什麼保留的必要呢！
    第四，從司法實踐考察，廢止“輕微違反”有利於減輕、緩和澳門司法機關的結案壓力。以

澳門初級法院為例。據澳門法院網站統計資料顯示，2022 年度澳門初級法院受理刑事案件一共是

5927 宗，其中包括合議庭普通刑事案 2083 宗，獨任庭普通刑事案 2301 宗，簡易刑事案 132 宗，
簡捷刑事案 14 宗，“輕微違反”案 1397 宗。可見，“輕微違反”案件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的占比是

相當高的，幾乎達 24%。澳門初級法院共有 32 名法官，負責刑事審判的法官是 17 名，本來壓力就

很大，再加上這麼多“輕微違反”案，壓力可以說“火上澆油”。如果廢止“輕微違反”，將其轉化

為行政違法行為，這對於舒緩澳門司法機關的壓力顯然是有幫助的。

三、關於罪刑法定與“刑罰之延長”制度

澳門《刑法典》總則第三編第五章規定了“刑罰之延長”制度，“刑罰之延長”制度適用的主

要對象是“傾向性不法分子”。對此類“傾向性不法分子”來說，當行為人以往曾故意實施兩個或

兩個以上犯罪，且每一犯罪被科處超逾兩年實際徒刑的，在刑滿或首次延長期屆滿時，法院經考慮

案件情節、行為人人格及服刑期間的表現等因素後，若認為行為人一旦獲釋仍不能以對社會負責之

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的，就可以三年為期延長刑罰，連續延長兩期為限。此外，“刑罰之

延長”制度也可以適用於“酗酒者及等同者”。
要準確認識“刑罰之延長”制度的來龍去脈，首先必須瞭解的一個理論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刑罰

與保安處分之間的關係。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主流觀點認為，保安處分不是刑罰，它是對刑罰

的補充，目的是為了彌補刑罰的不足。比如，精神病人殺了人，你不能對其科處刑罰，但可將其收

容於特定場所，以防其繼續危害社會。為此，學者們一致認為，雖然從終極目的來說，刑罰與保安

處分的目的並無本質的區別，都是為了保護社會的安全，但兩者在適用的條件及依據上還是有著很

大的差別，不能相提並論。刑罰針對的是已經實施的犯罪行為，也就是已然的犯罪行為，而保安處

分針對的是具有人身危險性的人，也就是未然的犯罪行為。正如德國學者羅克辛所說，“對於報應

理論來說，刑罰著眼於過去的行為並且指向罪責，而保安處分是面向未來並且僅僅用於防止將來的

危險”。［13］由此可見，適用刑罰，前提是行為人必須作出了某種觸犯刑法的行為，但適用保安處

［12］ 根據《道路交通法》規定，凡觸犯該法律的違法行為，如不構成該法所規定的犯罪或不構成該法所規定的“輕

微違反”的，則一概被視為行政違法行為。

［13］ [德]克勞斯羅克辛著：《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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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並不以行為人作出某種觸犯刑法的行為為條件，而只是以行為人通過以往的危害行為所表現出

來的對社會的人身危險性為條件，這已成為刑法理論界的共識。
圍繞著刑罰與保安處分的適用條件，對諸如累犯、慣犯、職業犯等“傾向性不法分子”如果

刑罰執行完畢但仍然具有人身危險性的，究竟是釋放還是繼續關押，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立法上

也有不同的處置。一種觀點認為，此類“傾向性不法分子”因刑滿後並沒有作出已然的犯罪行為，
失去了對其適用刑罰的前提，所以不能再對其延長刑罰，但可以換個地方繼續關押，這種關押不是

刑罰，而是保安處分，如德國《刑法典》專門為此類“傾向性不法分子”規定了繼續關押在特定場

所的名為“保安監禁”的保安處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保安監禁屬於“變相”地適用刑罰，故延

長刑罰與保安監禁無本質區別，對此類“傾向性不法分子”延長刑罰，目的也是為了保衛社會。如

1886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顯然採納了後者觀點，故規定了“刑罰之延長”制度。
筆者認為，要對澳門《刑法典》規定的“刑罰之延長”制度作一個客觀的、公正的評價，我們

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剖析：
（一）葡萄牙《刑法典》立法模式的演变

如上所述，1886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明確規定了“刑罰之延長”制度，但其刑罰延長的期限

經歷了一個從“無期限”向“有期限”的轉化過程。如根據 1954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第 67 條規

定，“對具有危險及難於糾正的不法分子適用重監禁及監禁的刑罰，將以 3 年為一期連續延長刑罰，
直至被判刑者顯示出能夠適當以誠實方式生活或不再具有危險為止”，這無疑是一種“無期限”延長

刑罰制度。但 1972 年經過修訂，葡萄牙立法者針對“傾向性不法分子”，又將“無限期”的延長刑

罰制度修訂為“有期限”的延長刑罰制度，明確規定每期可延長 3 年監禁，最多延長兩期。［14］

到了 1982 年重新修訂葡萄牙《刑法典》時，“刑罰之延長”制度則被廢止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種“相對不定期刑”制度。根據 1982 年葡萄牙《刑法典》總則第三編第五章規定，“對因為故

意實施犯罪而應當被判處超過 2 年實際徒刑的罪犯，如果其以往曾實施了兩個或兩個以上均已被或

者將被判處超過 2 年實際徒刑的故意犯罪，並且對其所實施的行為和行為人的人格同時進行評估顯

示其在被判刑時仍然具有明顯的犯罪傾向的，適用相對不定期刑”。而“相對不定期刑”的下限為

適用於所實施犯罪的法定最高刑的三分之二，上限為該犯罪法定最高刑再加 6 年，但總和不得超過

25 年。如果任何先前所犯之罪的實施距後罪的實施超過了 5 年，則該先前所犯之罪不再考慮在內。
行為人被剝奪自由的期間，不計入在該 5 年期間內。［15］很顯然，根據這種“相對不定期刑”的立

法模式，葡萄牙法院在對符合法定條件的“傾向性不法分子”量刑時，並不會判決一個確定的刑

罰，而只會判決一個有上、下限幅度的相對不定期刑，在這個相對不定期刑幅度內，被告人什麼時

候可以“出獄”，須由法院對其人身危險性作出評估後才能決定。
由此自然會產生一個問題：葡萄牙立法者為什麼在對待“傾向性不法分子”問題上，其立場

會從“刑罰之延長”制度轉化為“相對不定期刑”制度呢？據有的葡萄牙學者解釋，葡萄牙立法者

之所以棄舊的“刑罰之延長”制度不用而採用新的“相對不定期刑”制度，除了是要規避國內理論

界對“刑罰之延長”制度的批評（如認為被延長的刑罰乃是一種披上了刑罰外衣的保安處分）外，
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受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的相關刑事政策的影響所至，因為這種新的刑事政策主張

可以將刑罰與保安處分“合一”在“相對不定期刑”模式之中，它既可以避免受到將保安處分刑罰

化的批評，同時也可以使監獄更自覺地承擔起對罪犯實施再教育的責任，鼓勵不法分子努力改造自

［14］ 參見[葡]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典注釋及評述》，盧映霞、陳曉疇譯，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9年

版，第334頁。

［15］ 參見陳志軍譯：《葡萄牙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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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正因為如此，有葡萄牙學者將這種“相對不定期刑”制度稱之為是刑罰和保安處分“在實務上

的一元論”，並認為“儘管形式上所呈現的是一種刑罰，但是實質上是一種保安處分”，其“實務

上的目的是要使囚犯接受唯一的處罰種類……，即便處罰所包含的部分已不再是刑罰，而是保安處

分亦然”。［16］

（二）澳門《刑法典》對“刑罰之延長”制度的維持

在澳門過渡期進行的葡萄牙五大法典本地化過程中，澳門《刑法典》的本地化首當其衝。［17］

當時澳門《刑法典》草案的起草背景是：1982 年葡萄牙新的《刑法典》頒佈後，葡萄牙政府考慮

到澳門回歸即將擺上中葡關於澳門前途的議事日程，因而決定新的 1982 年葡萄牙《刑法典》不再

延伸至澳門地區生效，澳門地區繼續適用舊的 1886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而這部舊的葡萄牙《刑

法典》如前所述對“傾向性不法分子”採用的是“刑罰之延長”制度。
澳門《刑法典》草案的起草者為葡萄牙著名刑法學家迪亞斯教授。針對“傾向性不法分子”，

迪亞斯教授原本是“相對不定期刑”制度的擁護者，他一直認為，“不論是因為不定期刑在任何情

況下均存在不可逾越的最高期限，對被判刑人的權利與保障的保護更為優勝，還是因為，在刑罰

執行上讓東西變得更容易及簡潔，使融入社會顯得更有利”。［18］但遺憾的是，結果在澳門《刑法

典》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迪亞斯教授對“傾向性不法分子”並沒有參照 1982 年葡萄牙《刑法典》
的立法模式採用“相對不定期刑”制度，而是繼續採用了 1886 年葡萄牙《刑法典》採用的“刑罰

之延長”制度。正如當時的澳葡政府代表在向當時的澳門立法會引介通過澳門《刑法典》的立法許

可法律時指出的那樣，“就有關所謂的相對不定期刑制度，該制度在葡萄牙生效，並旨在解決因危

險性而歸責的被判刑人士在服刑後仍然存在危險性狀態的問題，當時的執行權明確排除了該方案。
FIGUEIREDO DIAS 教授的草稿並沒有規定該制度，而所引入的是目前在澳門生效的能延長刑罰的

制度。在服刑後如有強烈懷疑該人仍不具備條件獲釋，可延長刑罰”。［19］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當時的澳葡政府不接納新的“相對不定期刑”制度而要採用舊的

“刑罰之延長”制度呢？據有的葡萄牙學者解釋，“比較真實的原因或許是，當局之所以強烈選擇

此制度是因為擔憂透過不定期刑模式會使負責服刑的實體的權力過剩，從而影響到司法當局；另一

方面，也基於當時政府不願意冒險採取一個與之前不相同的模式，以及當時意識到本地司法官比較

年輕和缺乏經驗（同時亦考慮到沒有一個專門法庭——刑罰執行法庭——來處理）；此外，亦基於

擔心負責服刑的行政部門初期在制度及技術方面未能有效及毫無閃失地確保工作達標，以及刑事司

法行政未能達到一個非常嚴緊的制度所要求達到的目的，再者亦未有任何實踐經驗”。［20］

（三）評析與建議

坦率地說，筆者對葡萄牙學者的上述解釋抱深信不疑的態度，因為當時的澳葡政府不可能也沒

有這個能力從刑法專業的角度就“傾向性不法分子”的處置問題作出合理、專業的判斷。也正是在

當時的澳葡政府的干預下，澳門《刑法典》草案的起草者迪亞斯教授才違心地在澳門《刑法典》中

［16］ [葡]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典注釋及評述》，盧映霞、陳曉疇譯，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9年版，
第334、338頁。

［17］ 當時的澳葡政府於1993年向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提交了澳門《刑法典》草案，經中葡磋商後，該草案由當時的澳

門總督以法令頒佈，並於1996年1月1日正式生效。

［18］ [葡]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典注釋及評述》，盧映霞、陳曉疇譯，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9年版，
第339-340頁。

［19］ [葡]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典注釋及評述》，盧映霞、陳曉疇譯，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9年版，
第339頁。

［20］ 同上註，第3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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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採用舊的“刑罰之延長”制度。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的觀點很明確，即對“傾向性不法分子”採用“刑罰之延長”制度是不

妥當的，應當加以改變。因為哪怕是有期限的延長刑罰，都是明顯違反了罪刑法定基本原則的。
眾所周知，罪刑法定基本原則作為法治社會最基本的一項刑事政策，它起碼包含三重意思：一是

沒有行為就沒有犯罪，二是什麼樣的行為可以構成犯罪要由法律明確規定，三是刑罰只能適用於

作出犯罪行為的人。而就“刑罰之延長”制度考察，當犯了罪的人在刑滿後，單憑其具有人身危

險性就繼續延長、適用刑罰，上面三重意思哪一點都不符合，連行為都沒有，怎麼可以動用刑罰

呢？把保安處分直接當作刑罰來適用，這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澳門是一個法治社會，不僅基

本法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21］而且澳門《刑法典》也有明確規定。［22］澳門回歸已有 25 年，而

澳門《刑法典》仍然這樣公然地違反罪刑法定基本原則，難道不值得立法者反思嗎？想當初，德

國《刑法典》對“傾向性不法分子”採用保安監禁的保安處分都受到歐洲人權法院的批評，且被

德國憲法法院判定有違憲之嫌，［23］更何況“刑罰之延長”制度呢！
有鑒於此，筆者建議，澳門立法者應當在罪刑法定基本原則的引導下，實有必要當機立斷，對

“傾向性不法分子”廢除“刑罰之延長”制度，即便是為了保護社會，也不應以犧牲罪刑法定基本

原則為代價。至於刪除後對“傾向性不法分子”究竟採取何種刑事措施，筆者也不贊成採用現行葡

萄牙《刑法典》規定的“相對不定期刑”制度，而是建議在澳門《刑法典》第三編第六章規定的保

安處分種類中，增設“保安監禁”性質的保安處分，其適用對象就是“傾向性不法分子”。這樣，
把保安處分與刑罰明確分離，比起葡萄牙《刑法典》將刑罰和保安處分按“實務上的一元論”處理

形成的“相對不定期刑”來說，應該是更為合理。當然，基於德國《刑法典》規定“保安監禁”的

“前車之鑒”，在澳門《刑法典》中設置“保安監禁”的保安處分時，要明確規定監禁機構的性質

是對行為人進行矯正和再教育，監禁的期限也必須是有期限的監禁。

四、關於刑罰目的與罰金刑選科制

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關於刑罰的目的，素有“報應刑”論和“教育刑”論兩種觀點。但不

管是“報應刑”還是“教育刑”，在懲治和預防犯罪這一點上並無分歧，即對犯罪人科處刑罰，既

要使犯罪人得到應有的懲治，同時也要突出刑罰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作用，這就是刑罰目的的雙

重性理論。
（一）徒刑和罰金刑關係的立法模式

與剝奪自由的徒刑相比，罰金刑作為一種財產刑，在實現刑罰目的方面，有其獨特的長處，
這種長處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一是對於一些輕罪（尤其是過失犯罪）而言，適用罰金刑不僅可以

避免監獄內的惡性感染，不影響家庭關係而有助於犯罪人的社會適應化，而且經濟上也可為政府節

約行刑開支。二是對於貪利性犯罪尤其是嚴重的貪利性犯罪來說，適用罰金刑既能夠大大增加刑罰

［21］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29條第1款規定，“澳門居民除其行為依照當時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和應受懲處外，不受刑

罰處罰”。

［22］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1條第1款規定，“事實可受刑事處罰，以作出事實之時，其之前之法律已敘述該事實且

表明其為可科刑者為限”。

［23］ 在德國，由於保安監禁性質的保安處分在理論上存在無期限監禁的可能，且執行中無法將這種監禁與刑罰中的

監禁區分開來（本來保安處分帶有矯正治療的意思），因此受到歐洲人權法院的批評。參見劉仁文：《保安處分與中國行

政拘禁制度的改革》，載《法治研究》2014年第6期，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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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懾力，也有助於剝奪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增強刑罰的特殊預防功能。正因為罰金刑有其自身的

優勢，所以目前在大陸法系的刑罰體系中，罰金刑都被規定為主刑，其作用和影響不可低估。正

如德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今天的刑事司法實踐中，罰金刑是運用最為廣泛和頻繁的制裁手

段”。［24］

將罰金刑規定為主刑，自然就會涉及徒刑和罰金刑的關係問題，即兩種主刑能不能放在一起並

科。關於這個問題，理論上有分歧，有人認為不能並科，有人認為可以並科，繼而在立法上也形成

不同的立法模式。從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刑法來看，關於徒刑和罰金刑能否並科的問題，大致有

三種立法模式：
第一種立法模式為絕對的選科制，即在刑法典分則和特別刑法中，只要某種犯罪的法定刑中有

徒刑和罰金刑兩種主刑的，法官在科刑時就只能兩者選其一，而刑法典總則不作任何可以並科的例

外性規定。如葡萄牙刑法就是採用絕對的選科制。
第二種立法模式為混合制，即在刑法典分則和特別刑法中既有選科制，也有並科制，而且通

常都是以並科制為主要的立法模式，至於刑法典總則，有的沒有並科的例外性規定，有的則會有並

科的例外性規定，授權法官自由裁定是否並科罰金刑。比如，西班牙《刑法典》分則採用的是混合

制，而《刑法典》總則不對並科作任何例外性規定。還比如，義大利《刑法典》分則採用的也是混

合制，但《刑法典》總則第 24 條第 2 款則授予法官採用並科的權力，即“對於以營利為目的而實

施的重罪，如果法律只規定處以有期徒刑，法官可以增處 5 歐元至 2065 歐元的罰金”。
第三種立法模式為相對的選科制，即刑法典分則和特別刑法全部採用選科制，但為了突出罰金

刑對貪利性犯罪的懲治和預防作用，又在刑法典總則中對徒刑和罰金刑的並科作出授權性的例外性

規定。比如，德國《刑法典》分則採用的全部是選科制，但德國《刑法典》總則第 41 條又特別規

定，如果犯罪人用透過犯罪而獲利或獲利未遂，並且通過對其個人或經濟狀況的考量，認為並科罰

金仍屬適當的，即使法定刑中未規定罰金或僅能選科罰金，法官也可以並科罰金刑。
（二）澳門刑法關於徒刑和罰金刑關係的立法模式

在澳門，立法者又是如何處理徒刑和罰金刑關係的呢？從澳門刑法的演變來看，在澳門回歸

前，立法者並不認為兩種主刑不能並科，所以在澳門的特別刑法中，徒刑和罰金刑並科的立法例比

比皆是。但是，自澳門《刑法典》於 1996 年開始生效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澳門《刑法典》
分則基本上都是參照了 1982 年的葡萄牙《刑法典》，所以在徒刑和罰金刑的關係問題上，也完全

照搬了葡萄牙刑法的絕對選科制模式，不再允許徒刑和罰金刑並科制的存在，而且特別強調，如果

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的刑罰（徒刑）或非剝奪自由的刑罰（其實就是罰金刑）的，只要科處罰金

刑可適當足以實現處罰目的的，法院就應優先選科罰金刑。對此，有葡萄牙學者在書中埋怨道，

“事實上，儘管罰金有多種的好處，但徒刑仍會被經常所採用，而罰金刑則被遺忘及作為判決者次

要的選擇，因而沒有落實立法者希望籍著罰金的制度來避免市民的基本權利被犧牲的要求，尤其是

人身自由”。［25］

為了堅決執行澳門《刑法典》分則所確立的選科制模式，立法者對特別刑法中的並科制也進行

了修訂。比如，2003 年制定的《財產申報法》中第 24 條規定的“違反取閱程序罪”和第 30 條規

定的“違反配偶的合作義務罪”，原來採用的都是徒刑和罰金刑的並科制，2013 年在修訂此法時，

［24］ [德]漢斯·海因裏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

版，第979頁。

［25］ [葡]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典注釋及評述》，盧映霞、陳曉疇譯，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9年版，
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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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澳門刑法的改革之路

上述兩種犯罪的法定刑都被修訂為徒刑和罰金刑的選科制。更有甚者，2006 年，澳門特區政府曾

向立法會提交過一份法案，其中一項內容就是建議對規定在單行刑事法律［26］中的“貨物欺詐罪”
的法定刑採用徒刑和罰金刑的並科制，但在討論時，有葡萄牙法律專家認為這樣做是“澳門法律不

允許的”，因而被否決。這就涉及到徒刑和罰金刑究竟能不能在一起並科的價值取向問題了。
筆者並不想質疑這位葡萄牙法律專家說得對還是說得錯。從澳門《刑法典》分則採用徒刑

和罰金刑的選科制來看，他說得並沒有錯，因為特別刑法怎麼能違反刑法典分則體現出來的原則

呢！［27］但筆者想說的是，這位葡萄牙法律專家顯然對刑法是似懂非懂，因為他所推崇的為葡萄牙

刑法所採用的徒刑和罰金刑絕對不能並科的立法模式及其理念並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

理，如前所述，在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允許徒刑和罰金刑並科的立法例比比皆是，說“澳門法律

不允許”，那要看這種“不允許”是否有道理，是否應當改革。
（三）澳門刑法關於徒刑和罰金刑關係的立法完善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來分析一下澳門《刑法典》分則以及特別刑法中關於徒刑和

罰金刑的適用情況。從澳門《刑法典》分則以及特別刑法所規定的罰金刑來看，對非獲利性的犯罪

（包括故意和過失犯罪）來說，凡法定刑最高限度超過 3 年徒刑（不包括 3 年徒刑）的，立法者就

只規定徒刑，不再規定罰金刑。比如，同樣是傷害，普通傷害罪因法定刑最高限度正好是 3 年徒

刑，所以其法定刑就包括了徒刑和罰金刑；而重傷害罪因法定刑最高限度超過了 3 年徒刑，所以其

法定刑就只有徒刑，沒有罰金刑。其次，對獲利性的犯罪來說，凡法定刑最高限度超過 5 年徒刑

（不包括 5 年徒刑）的，立法者就只規定徒刑，不再規定罰金刑。比如，澳門《刑法典》第 211 條

規定的“詐騙罪”的法定刑有三個檔次，分別是 3 年徒刑以下、5 年徒刑以下和 10 年徒刑以下三

個檔次，前兩個檔次中都有徒刑和罰金刑，最後一個檔次就只有徒刑，沒有罰金刑。又比如，《禁

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 17/2009 號法律）所規定的與毒品相關的犯

罪，一旦法定最高刑超過 5 年徒刑，就沒有了罰金刑。
由上可知，澳門刑法對徒刑和罰金刑所採用的絕對選科制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弊端，即對某些以

貪利為目的的嚴重貪利性犯罪，因其法定刑最高限度往往超過了 5 年徒刑，所以就沒有了罰金刑的

規定，於是，結論就是：對這些嚴重的貪利性犯罪就不能科處罰金刑。比如，在澳門，諸如販毒、
清洗黑錢、販賣人口等具有明顯貪利性質的嚴重犯罪以及常見的嚴重的盜竊、詐騙等侵犯財產的犯

罪，都因其法定刑最高限度超過了 5 年徒刑，所以法官也只能“望洋興嘆”，想判罰金刑都不行，
否則就是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這合理嗎？筆者認為，像澳門刑法這樣對嚴重貪利性犯罪絕對放棄

罰金刑的立法模式，無疑就是廢了罰金刑最重要的“武功”，因為罰金刑本來應有的對那些嚴重的

貪利性犯罪的懲治與預防功能，在澳門刑法中就“蕩然無存”了，那位說“澳門法律不允許”的葡

萄牙法律專家，他有沒有考慮過罰金刑對貪利性犯罪尤其是對嚴重的貪利性犯罪的懲治和預防作用

呢？
為此，筆者認為，從刑罰目的是為了懲治和預防犯罪這樣一種至關重要的刑事政策出發，立

法者對澳門刑法中關於徒刑和罰金刑關係所採用的絕對選科制應當作出深刻的反思並予以完善。當

然，筆者並不贊同對法定刑最高限度超逾 5 年徒刑的嚴重貪利性犯罪也規定罰金刑，因為這樣做沒

［26］ 即指第6/96/M號法律《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

［27］ 遺憾的是，當澳門特別刑法違背了澳門《刑法典》總則的規定時，為什麼就沒有葡萄牙法律專家站出來說：“
這是澳門法律不允許的”呢？比如，澳門《刑法典》總則明確規定對犯罪的障礙未遂應當減輕刑罰（第22條第2款），但

澳門的《選民登記法》（第12/2000號法律）在修訂時（9/2008號法律），卻對四種犯罪的障礙未遂明確規定“科處於既遂

犯的刑罰，適用於犯罪未遂”。這是不是一種“雙重標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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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際意義（法官對這些嚴重的貪利性犯罪幾乎沒有可能去優先選用罰金刑）。為此，筆者建議，
在繼續保持澳門《刑法典》分則和特別刑法對徒刑和罰金刑採用選科制的前提下，在澳門《刑法

典》總則中參照德國《刑法典》總則第 41 條規定，也設置一個授權性條款，即授權法院對嚴重的

貪利性犯罪經考慮案件事實及犯罪人個人情況後，認為有必要對犯罪人並科罰金的，法官就可以對

其並科罰金刑，即使該等犯罪的法定刑中沒有規定罰金刑亦然。這樣既不會改變澳門《刑法典》分

則和特別刑法對徒刑和罰金刑所作的選科規定，同時又授予法官對嚴重的貪利性犯罪並科罰金刑的

權力，從而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罰金刑對嚴重貪利性犯罪的懲治與預防作用。

五、關於附加刑立法

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刑罰種類通常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兩種，附加刑就是指附加在主刑後面適

用的刑罰。澳門《刑法典》規定的刑罰種類同樣分為主刑和附加刑。
附加刑在學理上通常也叫“資格刑”，即指剝奪犯罪人某項資格的刑罰。從目前大陸法系國家

或地區關於附加刑的立法實踐來看，作為剝奪犯罪人某項資格的附加刑主要涉及剝奪犯罪人的三種

資格：一是剝奪犯罪人的公權，如剝奪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剝奪擔任公務員的權

利；二是剝奪犯罪人的私權，如剝奪親權、監護權或保佐權；三是剝奪犯罪人的職業權，如剝奪從

事律師、醫生職業的權利。在刑法理論上，關於附加刑的利弊優劣，是存是廢，爭議頗大，大致可

分為“主存論”和“主廢論”。“主存論”認為剝奪犯罪人某項資格的附加刑對犯罪人在政治上的

否定最為明顯，如剝奪政治方面的權利，對國家機關的信譽也有保障作用，如剝奪擔任公務員的權

利，同時還有利於剝奪或限制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如剝奪犯罪人從事某項職業的權利。“主廢論”
則認為剝奪犯罪人某項資格的附加刑具有過剩性，不利於犯罪人的再社會化，且不具有足夠的威懾

力。儘管理論上對附加刑的存廢存在爭議，但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刑法典對附加刑還是持認同的

態度，只不過在具體種類方面有多有少。
（一）澳門刑法中附加刑立法之現狀

目前，澳門刑法中關於附加刑的立法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主要特徵：
一是立法分散。所謂立法分散，就是指澳門刑法中的附加刑，是由澳門《刑法典》總則、澳門

《刑法典》分則和其他單行法律（特別刑法）分別作出規定。比如，澳門《刑法典》總則對公務人

員作出的犯罪，規定了“禁止執行公共職務”和“中止執行公共職務”兩種附加刑；其中，“禁止

執行公共職務”的附加刑還可以適用於“須具公共資格或須獲公共當局許可或認可方得從事之職務

或業務”［28］者作出的犯罪。澳門《刑法典》分則針對特定的三類犯罪規定了兩種附加刑，即對 14
種性犯罪規定了剝奪親權、監護權或保佐權的附加刑，對“危害和平及違反人道罪”以及對 8 種

“妨害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罪”規定了剝奪選舉立法機關成員或被選為立法機關成員資格的附加

刑。除此之外，其他附加刑則都由各種單行法律分別針對本法律規定的犯罪作出規定。
二是名目繁多。澳門刑法中附加刑的名目繁多直接與其他單行法律規定的附加刑有關。因為

如上所述，澳門《刑法典》總則和分則一共才規定了四種附加刑，但如果認為澳門刑法中的附加刑

就是這四種，那就大錯特錯了。據筆者初步統計，澳門刑法中的附加刑有二十四種之多，其中絕大

部分附加刑規定在各種單行法律之中。比如，就澳門《有組織犯罪法》（第 6/97/M 號法律）一個

單行法律就規定了 11 種附加刑，包括：中止政治權利、禁止擔任公共職務、禁止從事須具公共憑

［28］ 如律師、醫生、會計師等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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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或獲公共當局許可或批准方得從事的職業或活動、禁止在公法人或在純為公共資本或大多數為公

共資本的企業以及在公共服務或財貸的承批企事業擔任管理或監察或其他性質的職務、禁止在專營

公司執行任何職務、禁止與某些人士接觸、禁止進入某場合或地點、停止行使親權或監護權或保佐

權及財產管理權、停止駕駛機動車輛或飛行器或船隻的權利、禁止離開本地區或未經許可下離境、
將非本地居民驅逐出境及禁止其進入本地區。這些附加刑除禁止擔任公共職務、禁止從事須具公共

憑證或獲公共當局許可或批准方得從事的職業或活動以及停止行使親權、監護權或保佐權三種附加

刑外，其餘附加刑都是《刑法典》沒有規定的附加刑。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單行法律規定了《刑法

典》所沒有規定的附加刑，如良好行為的擔保、暫時剝奪參加直接磋商或有限查詢或公開競投的權

利、暫時剝奪參加交易會及展銷會的權利、暫時封閉場所、永久封閉場所、司法解散、禁止進入賭

博場地、剝奪獲公共部門或實體給予津貼或補貼的權利、受法院強制命令約束、公開有罪裁判、撤

除公共官職或職務。澳門刑法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附加刑，真是令人眼花繚亂，或可冠之以“世界

之最”的稱號了。
三是各自為政。所謂各自為政，就是指澳門刑法中的附加刑不但立法分散，名目繁多，而且

《刑法典》與其他單行法律重複規定的附加刑彼此之間缺乏一致性。比如，同樣是禁止擔任公共職

務，澳門《刑法典》總則規定的期限是二至五年，而《有組織犯罪法》規定的期限是十至二十年；
同樣是禁止從事律師、醫生、會計等職業的附加刑，澳門《刑法典》總則規定的期限是二至五年，
而《有組織犯罪法》規定的期限是二至十年；同樣是剝奪政治權利的附加刑，《有組織犯罪法》、

《立法會選舉法》（第 3/2001 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第 3/2004 號法律）規定的期限為

二至十年，而《關於遵守若干國際法文書的法律》（第 4/2002 號法律）規定的期限則是一至十年；
同樣是禁止從事某種職業或業務，《懲治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違法行為法》（第 6/96/M 號法律）
規定的期限為二個月至三年，而《關於遵守若干國際法文書的法律》規定的期限是一至十年，《著

作權法》（第 43/99/M 號法律）規定的期限是二個月至二年，《人體器官及組織之捐贈、摘取及移

植法》（第 2/96/M 號法律）規定的期限是一至五年，至於《出版法》（第 7/90/M 號法律）更是靈

活，不同情況不同期限，少則一個月，多則五年；同樣是將非本地居民驅逐出境的附加刑，《有組

織犯罪法》規定的期限是五至十年，而《關於遵守若干國際法文書的法律》規定的期限是一至五

年；同樣是良好行為擔保的附加刑，《懲治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違法行為法》規定的擔保金額是

五千元至一百萬元，《出版法》規定的擔保金額是五千元至二萬五千元，而《著作權法》規定的擔

保金額是一百萬元至三百萬元。以上種種在附加刑期限和金額方面的差異，明顯表明澳門立法者在

規定附加刑時，頗有各自為政的色彩，立法隨意性很大。
（二）澳門刑法中附加刑立法之反思

通過對澳門刑法中附加刑立法特徵的分析，筆者認為，針對澳門刑法中附加刑的立法方式和立

法內容，有必要對其作深刻反思。
首先，就立法方式而言，澳門立法者實有必要重視刑法典總則的指導作用。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刑法典作為刑事實體法的匯總，其指導意義主要表現為

對特別刑法的指導作用，尤其是刑法典總則，只要刑法典總則沒有特別授權，特別刑法就必須嚴格

遵守刑法典總則規定的各項原則和其他各種規則，不得違反。而從大陸法系刑事立法實踐來看，有

關刑罰種類的立法，當由刑法典總則統一立法，刑法典總則沒有規定的刑罰種類，特別刑法就不能

“染指”。比如，澳門《刑法典》總則沒有規定死刑和無期徒刑，這就表明澳門沒有死刑和無期徒

刑，特別刑法決無可能去“特別”規定死刑或無期徒刑。附加刑同樣如此。附加刑雖然是附加於主

刑適用，但它的性質仍然是刑罰，屬於刑罰種類的範疇，刑法典總則對附加刑作出統一規定，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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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正言順，而且刑法典總則一旦對附加刑作出統一規定，特別刑法就必須嚴格遵守刑法典總則關於

附加刑的規定，無須再自行規定附加刑。
筆者認為，由澳門《刑法典》總則對附加刑作出統一規定，不僅完全符合刑事立法的科學性

和合理性，而且具有顯著的立法優勢：第一，能夠使附加刑立法受到嚴格的制約和監督，防止刑罰

被任意濫用，以此來強化刑法對人權的保障，提升澳門社會的法治形象。第二，有利於形成一套嚴

密、科學的附加刑體系。立法者通過統一立法，就可以根據每一種附加刑的特點，具體規定附加刑

的內容以及適用條件，真正實現附加刑在立法上的明確性和協調性，從而使罪刑法定原則在刑罰種

類上得到充分體現。第三，有利於提高廣大市民的守法意識。由《刑法典》總則統一規定附加刑，
不僅明確，而且完整，使人一目了然，這樣就可以大大提高市民的普法效率，讓更多的市民知法、
懂法、守法。

順便指出，澳門刑法中附加刑立法之所以會出現附加刑之間互不協調、互不一致的現象，這與

立法者採用分散的立法方式是直接相關的，同時也間接地反映了澳門立法者在附加刑立法上對刑法

典總則的指導作用缺乏應有的認識。試想，如果由澳門《刑法典》總則對附加刑統一立法，怎麼還

會導致像現在這樣雜亂無章的立法亂象呢！
其次，就立法內容而言，澳門立法者實有必要對附加刑的種類進行“清理”。
筆者在前面談到澳門的輕罪立法時，曾對刑法的謙抑理念進行了認證，指出刑法的謙抑性原

則作為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刑法學界的共識。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非刑事化成為上世紀刑

法改革運動的主題，而非刑事化除了在犯罪方面要嚴格收縮刑法干預的範圍外，［29］在刑罰方面就

是要堅決抑制刑罰的濫用，嚴格收縮法定刑罰的範圍，並廣泛適用刑罰的替代措施，在能不適用刑

罰、採用其他非刑罰處理方法也能達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的情況下，盡可能排除刑罰的適用，
改用非刑罰方法處理。

這一在刑罰方面的謙抑理念在附加刑立法上也得到了體現，主要表現為逐步縮小附加刑的範

圍和種類，甚至將諸多附加刑非刑罰化。舉例來說，1871 年德國《刑法典》規定的附加刑有剝奪

公權、私權等十多項附加刑，以後則逐步縮小到僅限於剝奪選舉和被選舉權以及擔任公職資格兩種

附加刑。而根據現行德國《刑法典》的規定，附加刑的非刑罰化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立法者除了將

禁止駕駛規定為附加刑外，其他剝奪犯罪人資格的附加刑都被轉化為處罰的“附隨後果”，因而使

不少附加刑脫離了刑罰的範疇。因為在德國學者看來，德國《刑法典》規定的這些處罰的“附隨後

果”，很難被納入刑罰的軌道，所以才被表述為一種中性的概念即處罰的“附隨後果”［30］。由此

可見，縱觀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關於附加刑的立法，逐步減少附加刑的種類，有利於防止刑罰的

濫用，體現了刑法的謙抑理念，故已成為附加刑立法的發展趨勢。
然而，反觀澳門刑法中的附加刑，其種類之多，恐怕在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刑法中很難找到

同其“相匹配”者。難道澳門刑法規定的附加刑都具有“入列”刑罰範疇的必要性嗎？筆者認為，
這恰恰是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的問題。事實上，從目前澳門刑法規定的刑罰種類來看，主刑和附加刑

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在主刑方面，立法者不僅力主輕刑，而且廢棄死刑和無期徒刑，但在附加

刑方面，立法者卻津津樂道，唯恐用得太少。在立法者看來，似乎附加刑根本就不是刑罰，故什麼

［29］ 對此，德國學者漢斯·海因裏希·耶塞克曾說過，“應當使警察和司法機關的工作集中於較嚴重的犯罪，至於

輕微的犯罪則委託給行政機關通過簡易程序予以處理”。[德]漢斯·海因裏希·耶塞克：《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概要》，
載《法學譯叢》1981年第1期，第19頁。

［30］ 参见[德]漢斯·海因裏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年版，第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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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刑罰化措施，什麼刑罰的替代措施，與附加刑沒有任何關係。筆者認為，這種關於附加刑的立法

觀是與刑罰的謙抑理念格格不入的，也有悖於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關於附加刑立法的發展潮流。因

此，對澳門刑法中的附加刑進行反思，必須從附加刑種類方面進行“限縮”和改革。
（三）澳門刑法中附加刑立法之建議

通過對澳門刑法中附加刑立法方式和立法內容的反思，筆者認為對附加刑立法的完善可以分兩

步走：
第一步：對現有附加刑種類進行歸類整理。
所謂歸類整理，就是指在刑法謙抑理念的指導下，順應附加刑的世界立法潮流，對現有的各種

附加刑進行分析、整理，該保留的繼續保留，該轉化為其他非刑罰措施的就用非刑罰措施替代，該

調整為其他處分的就進行調整，該廢止的就予以廢止。總之，通過歸類整理，盡可能減少附加刑的

種類，限制附加刑的適用範圍。對現有附加刑種類的歸類整理，大致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將有的附加刑轉為行政處罰措施。比如，在現有的附加刑種類中，諸如撤銷公共職務、暫

時剝奪參加直接磋商或有限查詢或公開競投的權利、暫時剝奪參加交易會及展銷會權利、剝奪獲公

共部門或實體給予津貼或補貼的權利、場所之暫時封閉或永久封閉，此類附加刑帶有明顯的行政處

罰色彩，故可將其規定為行政處罰措施，以替代附加刑。
二是將有的附加刑轉為保安處分。保安處分不是刑罰，這在理論上不存在問題。既然如此，將

有的附加刑轉為保安處分，同樣可以達到用非刑罰措施替代附加刑的目的。比如，在現有的附加刑

種類中，諸如禁止從事某些職務或業務、禁止進入特定場所、禁止同某些人接觸都可轉化為保安處

分，使其不再成為刑罰。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關於禁止從事某些職務或業務的附加刑，其實在澳

門《刑法典》總則關於保安處分的規定中，已經將“業務之禁止”視為保安處分，因此，將禁止從

事某些職務或業務的附加刑轉化為保安處分，可謂是“順理成章”。
三是對有的附加刑作必要的調整和清理。比如，剝奪政治權利這種附加刑就有必要進行調整，

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剝奪政治權利。因為政治權利作為一種類概念，不僅範圍相當廣泛，如關於言

論、出版、集會、遊行、選舉等等，都可視為政治權利，而且政治權利究竟包括多少種權利理論上

也有分歧。所以，當法官對某個被告人作出科處剝奪政治權利的附加刑宣告時，客觀上是很難執行

的，誰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種權利屬於政治權利。更何況在重視刑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作用的今

天，不少學者認為，不能使犯罪人因犯某種罪行而喪失所有的政治權利，因而反對將政治權利籠統

地作為一種附加刑使用，並主張僅將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規定為附加刑。筆者認為，這些學者的

觀點是有道理的，值得澳門立法者思考。［31］還比如，關於禁止離境的附加刑是不是可以廢止，也

是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為此種措施通常是作為刑事偵查過程中的一種強制措施使用的，目的是防止

犯罪嫌疑人逃跑。但犯了罪的人一旦服刑完畢，也沒有犯下任何罪行，僅憑以前他犯過罪就禁止其

離境，這從法理上很難說得通。須知，澳門居民享有的出入境自由是受基本法保護的基本權利，如

果僅憑過去犯過罪而剝奪其出入境自由的基本權利，有悖於刑法對人權的保障功能。再比如，諸如

受法院強制命令約束、良好行為的擔保、有罪裁判的公開這樣的措施是不是能夠作為刑罰哪怕是附

加刑規定，也是值得考慮的。
第二步：將歸類整理後的附加刑在澳門《刑法典》總則中作出統一規定。
筆者建議，通過嚴謹的歸類整理，澳門刑法中的附加刑主要應當限制為剝奪三種權利的附加

［3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雖然使用了“剝奪政治權利”這一概念，但立法者對“政治權利”的外延作了相當明

確的規定，即“政治權利”包括四個方面的權利：一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二是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權

利，三是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四是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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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即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附加刑，剝奪擔任公務員權利的附加刑，剝奪親權、監護權或保佐

權的附加刑。除此之外，考慮到交通領域的重要性及澳門地區的實際情況，也可將禁止駕駛和驅逐

非本地居民規定為附加刑。
澳門《刑法典》總則應對以上幾類附加刑作出具體的適用性規定，包括附加刑的期限、適用的

條件。一旦澳門《刑法典》總則對附加刑作出了統一規定，各單行法律就只能適用而不得再另行規

定其他的附加刑。當然，考慮到澳門的實際情況，比如規定獨立罪名的單行法律比例很大，有的犯

罪情況可能比較特殊，為此，可在《刑法典》總則規定附加刑的章或節之後加上一個授權性條款，
即“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以便於其他單行法律在有需要的特別情況下，自行規定特別的

附加刑，但這種例外能不用盡可能不用，用多了難免會破壞《刑法典》總則的指導地位。筆者認

為，只有通過認真地歸類整理和必要的立法方式的調整，澳門刑法中的附加刑立法才能形成一個符

合刑法謙抑理念、符合現代附加刑立法潮流的科學體系。

結語

澳門的法律改革任重而道遠。回歸以來，在特區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下，澳門法律改革的重點主

要集中在一些與基層民眾生活聯繫比較緊密的法律方面，包括廢止或修訂原有法律，也包括適時制

訂新的法律。但遺憾的是，由於回歸前澳門本地的法學基礎理論研究過於薄弱，回歸後本地法律人

才的培養和成長畢竟需要一定的時間，法學理論研究也要有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因此，涉及幾個

大法典——如刑法典、民法典、刑訴法典、民訴法典和商法典——的改革工作，相對來說，改革步

伐走得就比較慢。舉例來說，現行葡萄牙《刑法典》頒佈於 1982 年，40 來年的時間，已經經歷了

大大小小數十次的修訂，但澳門《刑法典》自澳門回歸之後，總共才有 6 次修訂，而且主要都是為

配合單行刑事法律所作的個別修改。［32］

令人欣慰的是，回歸 25 年來，澳門法學界發生了相當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法律

人才輩出和法學研究成果豐碩兩個方面。筆者認為，正是這樣的變化，為澳門法律改革的持續性，
尤其是為大法典的深化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改革的契機。必須指出的是，對於源自葡萄

牙本國大法典的澳門五大法典，我們並不是要排斥外來的法律文化，反而應當盡可能多地吸取其中

的精華，但我們不能永遠抱著二十多年前人家留給你的大法典在原地踏步不動，為此，我們需要去

研究、去探索、去改革、去努力構建一套適合本地社會發展、向世界先進法律看齊、具有澳門特色

的自主法律體系，這才是澳門法律改革的最終目標。

［32］ 回歸25年來，澳門《刑法典》的修訂概況如下：（1）2001年根據第6/2001號法律《因利用不可歸責者犯罪情

節的刑罰加重》，在《刑法典》中增設第68-A條。（2）2006年根據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廢止了

《刑法典》第289條“恐怖組織”和第290條“恐怖主義”。（3）2008年根據第6/2008號法律《打擊販賣人口犯罪》，
在《刑法典》中增設第153-A條“販賣人口”，並對《刑法典》第5條（空間效力）進行修改。（4）2009年根據第11/2009
號法律《打擊電腦犯罪法》，廢止了《刑法典》第213條“資訊詐騙”。（5）2016年根據第2/2016號法律《預防及打擊家

庭暴力法》，修改了《刑法典》第146條“虐待未成年人、無能力之人或配偶又或使之過度勞累”。（6）2017年根據第

8/2017號法律《修改<刑法典>》，對《刑法典》分則第一篇第五章“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罪”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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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澳門刑法的改革之路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reform, a number of legislative issues within the Macao Penal Code 
and special criminal laws should be reflected on, and academic proposals should be made. The first issue is legisla-
tion on misdemeanours. Considering the principle of ultima ratio in criminal law, the misdemeanour provisions in 
the Macao Penal Code should be rethought, and the threshold of incrimination should be raised appropriately, as 
well as the necessary grounds for exoner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second issue to be raised is that of con-
traventions. The concept of contravention in Macao Penal Code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administrative offences in 
the continental European law. Since the concept blurs the lines between different illegal conducts, and the gains 
do not make up for the losses, it is suggested to be abolished. Another issue is related to the extension of penalties. 
Taking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provisions of the Portuguese Penal Code of 1886 and of 1982 on tendency offend-
ers, the institution of extension of penalties is in clear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nulla peona sine lege, and thus 
should be repealed. Legislation on penal fines is also an issue worth discussing. Compared with the German Penal 
Code, which provides for a facultative combination of imprisonment and fines, the obligatory selection between 
imprisonment and fines in the current Macao Penal Code must be criticised. The German legislative model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Macao Penal Code, which authorises the judges to impose additional fines when necessary. Leg-
islation on accessory penalties also needs to be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essory penalties in the Macao 
Penal Code are questionable in terms of legislative mode and content. They should be categori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ontent, and uniformly regulated by the General Part of the Macao Penal Code.

  Key words: Misdemeanours; Contraventions; Extension of Penalties; Penal Fines; Accessory Pen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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